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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夹河口外柱状沉积物还原性无机硫、活性铁的变化特征及

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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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沉积物中还原性无机硫和活性铁的地球化学过程与沉积物环境质量演变密切相关。本研究

利用改进的冷扩散法和盐酸萃取法分别对烟台夹河口北部海域深约 4 m 的柱状沉积物中的酸性可挥发

硫(AVS)、黄铁矿硫(CRS)、元素硫(ES)和活性铁(FeⅡ和 FeⅢ)进行了测定, 并从地球化学机理方面探

讨了硫与铁的分布特征及其耦合机制。结果表明, 烟台夹河口北部近海深层柱状沉积物中还原性无机

硫以 CRS 为主, 其次是 AVS 和 ES, 其中 AVS 含量垂向分布较均匀, 而 CRS 和 ES 含量在垂向上呈表

层和底层高, 中间层低的趋势; 活性铁以 Fe( )Ⅱ 为主, 其随深度增加而增加, Fe( )Ⅲ 随深度逐渐降低, 

大部分 Fe( )Ⅲ 被还原为溶解态的 Fe( ), Ⅱ 并且与硫酸盐还原产生的 H2S 相结合生成 CRS 和 ES, 导致

CRS 和 ES 在柱状沉积物底部积累; 同时研究表明, 较低的硫化度和矿化度, 活性铁不是还原性无机硫

累积的限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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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硫和活性铁是海洋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生源

要素, 直接影响着生物的新陈代谢[1]。近海海洋沉积

物不仅是各种污染物的汇, 同时也是陆源和海洋自

生还原性无机硫(RIS)和活性铁埋藏的重要场所, 在

复杂的海洋环境条件下, 硫与铁的地球化学过程会

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质量[2]。沉积物中的 RIS 通常包

括酸性可挥发硫 (AVS)、黄铁矿硫 (CRS)和元素硫

(ES), 活性铁是指能被 1 mol/L HCl 提取的铁, 主要

包括无定形或弱晶型 Fe(Ⅲ)氧化物和 Fe (Ⅱ)(黄铁矿

除外), 以及 Fe3S4(含量很少, 可忽略不计)[3]。 

烟台夹河口外海域是当地重要的海水养殖区 , 

同时也承受着一定的陆源污染物输入 [4], 研究该区

域沉积物中 RIS 和活性铁的分布特征及其耦合机制, 

对揭示近海沉积物在污染胁迫条件下环境质量演变

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沉积物中 RIS

和活性铁的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多集中在表层沉积

物(0~15 cm)中[5-6], 对于深度加大的沉积物柱(> 2 m), 

沉积环境的历史演变对 Fe、S 的沉积和成岩作用影

响认识尚不清楚。因此, 开展近海深层沉积物中硫与

铁环境地球化学过程研究, 对于认识沉积物中生源

要素循环过程与机制至关重要。 

由 Heieh 等[7]提出的冷扩散法是沉积物中 RIS 提

取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 其后 Newton 等[8]和 Sheng

等 [9]对其进行了改进和优化 , 可在短时间内实现

AVS、CRS 以及 ES 的连续提取。活性铁的提取相对

简单, 即采用盐酸萃取法提取[10]。在还原环境下, 硫

酸盐还原产生的 H2S 一部分在厌氧环境中能够与沉

积物中的活性铁形成亚稳态铁硫化物, 并进一步转

化为更为稳定的黄铁矿, 从而限制了沉积物中铁的

活性[2, 11]。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为 (1) 通过调查烟台

北部海域柱状沉积物的硫和铁赋存形态识别其地球

化学特征; (2) 探讨 RIS 和活性铁的纵向分布规律和

环境行为, 揭示近海深层柱状沉积物中 RIS 和活性

铁在污染胁迫下的耦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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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 

采样点(37°46.93′N, 121°19.39′E)位于黄海北部

(NYS)区域, 渤海和黄海分界线约以东 53 km, 距离夹

河河口约 21 km。采样区(图 1)位于与渤海相连的半封

闭海域, 是典型的陆架边缘海, 平均水深约 38 m[11, 12]。

2017 年 2 月 23 日, 在采样点用聚碳酸酯管采集柱状

沉积物(直径 10 cm, 长度 370 cm), 并对柱状沉积物

在 0~20 cm、20~150 cm、150~250 cm、250~370 cm

区间, 在氮气的保护条件下分别以 2、5、10 和 20 cm

间隔进行分层。将分层的沉积物储存在充满 N2 的密

封塑料袋, 于–20℃的条件下冷冻保存, 并尽快进行

分析。在分析之前, 所有沉积物在 N2 密封室中用玻

璃棒搅拌均匀。 

 

图 1  夹河口外柱状沉积物采样位置 

Fig. 1  Sampling location of core sediment in the outside 
region of the mouth of the Jiahe River 

 

1.2  样品分析 

1.2.1  总有机碳(TOC)和粒度大小测定 

将经冷冻干燥研磨过 100 目筛的沉积物用 10 mL 

1 mol/L 盐酸处理, 在室温下振荡 16 h, 然后离心

(4 000 r/min, 15 min)。弃去上清液, 残留沉淀物用去

离子水洗涤两次以除去碳酸盐, 经冷冻干燥后测定沉

积物中的 TOC, TOC 测定采用 TOC-VCPH (Shimadzu, 

日本)分析仪测定[12], 重复 3 次测量, 相对标准偏差

小于 1.5%。 

取未经过研磨的沉积物样品 , 用次氯酸钠去除

每个样品中的中的有机质 , 采用 Marlvern Master-

sizer 2000F(Marlvern, 英国)粒度分析仪 , 测定沉积

物粒径, 其中粒径小于 4 μm 为黏土, 4~63 μm 为粉砂, 

大于 63 μm 为砂[12]。 

1.2.2  沉积物 Fe(Ⅱ)和 Fe(Ⅲ)的提取 

在氮气的保护下称取约 1 g 的湿沉积物, 加入

50 mL 1 mol/L HCl, 在室温下振荡 24 h, 然后离心

(3 000 r/min, 15 min)。吸取上清液, 用邻菲啰啉分光

光度法[13]分别测定 Fe( )Ⅱ 和总活性铁 Fe(T)。简言之, 

Fe( )Ⅱ 的测定直接加入缓冲溶液与邻菲啰啉溶液 ; 

对于 Fe (T), 在 50 mL 含铁溶液置于 150 mL 锥形瓶

中, 加入 1 mL 盐酸(1︰3)和 1 mL 质量分数为 10%盐

酸羟胺, 煮沸至 15 mL, 以保证全部铁的溶解和还原, 

测定提取液中总活性铁 Fe(T)的含量。Fe( )Ⅲ 的含量

为总铁和 Fe(Ⅱ)含量差值[10]。实验室内样品重复测

定误差小于 5%。 

1.2.3  沉积物无机硫化物的提取 

沉积物中 AVS、CRS、ES 的提取采用改进的 RIS

分级提取方法[9], 在氮气的保护条件下取 10 g 湿积物

于反应瓶中, 吸收装置中分批加入 5 mL 0.05 mol/L 的

CuCl2 溶液, 加入适量无氧去离子水稀释, 接通氮气, 

使液面没过出气口, 以 400 mL/min 流速连续充 N2 

5~10 min。同时, 通过加热板设定为 60℃反应进行

(防止 ES 被还原)。1)调节气流速度(1~2 s, 1 个气泡), 

反应装置注入 15 mL 9 mol/L HCl 溶液反应 1 h 后, 

调大流速, 驱除装置内空气, 提取吸收液中的 AVS; 

2)反应装置再注入 15 mL 2 mol/L Cr ( ) Ⅱ 反应 2 h后, 

调大流速, 驱除装置内空气, 提取吸收液中的 CRS; 

3)反应装置再注入 20 mL DMF(N, N-二甲基甲酰胺), 

5 mL Cr ( ), 5 mL 9 mol/L HClⅡ 溶液反应 1 h 后, 调

大流速, 赶尽装置残留的 H2S, 提取吸收液中的 ES。

吸收装置中的 CuCl2 溶液与反应装置产生 H2S 充分

反应后, 吸收液用 0.45 µm 滤膜过滤(过滤泵), 通过

碘量法进行滴定吸收液测定残留的 Cu, 依次提取

AVS, CRS, ES。实验重复测定误差小于 5%。 

2  结果与讨论 

2.1  沉积物中粒度、TOC 和 C/S 的垂向分布 

沉积物 TOC 的纵向分布如图 2 所示。TOC 含量

在 0.3%~0.9%, 平均值为 0.52%±0.12%, 与东海沉积

物中 TOC 的含量(0.32%~1.05%)相接近[6], 低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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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架区的平均值(0.75 %)[14]。NYS 表层沉积物中 TOC

的含量较高, 随着深度的增加 TOC 含量先下降后增

加, 最后趋于稳定。在–20~ –60 cm, TOC 含量显著下

降(从 0.84%下降到 0.35%), 在–60~ –140 cm, TOC 含

量呈增加趋势(从 0.35%增加到 0.62%), TOC 的含量

在–140 cm 以下趋于稳定(~0.55%)。TOC 在沉积物

中的积累和消耗受沉积物来源、沉积速率、有机质

活性和微生物代谢活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5]。TOC

和 RIS 的比率可确定古沉积岩中古沉积环境, 在这

项研究中, 柱状沉积物 C/S 平均质量比为 19.84, 高

于正常海洋沉积物(2.8±1.5)[16], 由于来自渤海及山

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入海河流所携的陆源物质对黄

海北部输入的影响[17], 表层沉积物中高 C/S 比与高

TOC 有关[18]。在–20~ –60 cm 和–60 cm 以下, TOC

和 RIS 降低和增加的趋势大致相似。此外, TOC 与

RIS 呈正相关(r=0.42, P<0.05), 进一步表明沉积物中

的硫酸盐还原受 TOC 控制。随深度增加, 沉积物早

期成岩作用的主驱动力以有机质的降解为主, 以硫

酸盐还原为有机质矿化的主要路径 [19], 可能造成

TOC 含量降解; 在较深的范围内, 沉积物基于厌氧

环境中, TOC 消耗速率较慢以及活性铁含量较高的

特点 , Fe(Ⅲ)的异化还原作用可能对硫酸盐还原有

竞争性抑制作用 [15]。 

采样点沉积物中粉砂(4~63 μm)所占比重最大

(平均约占 73.6%, 图 3), 其次是砂(>63 μm, 15.6%)

和黏土(<4 μm, 10.9%), 表明该区域不是细颗粒的主

要沉积区。在–55~ –130 cm 深度范围内, 黏土平均含

量增加超过 45 %以上。此外, 在 0~130 cm 深度范围

内, 砂含量由 21.8%下降到 8.8%。在–130cm 以下它

们分布是相对均匀的。从表层至底层, 各沉积物的粒

径随深度的分布与平均粒径分布大致相似, 主要集

中在粉砂和砂粒度区间, 由于该区域的细颗粒级泥质

沉积物来源主要由黄河物质和鸭绿江物质形成的[20], 

沉积过程往往受到很多人为因素(如养殖、航运、海

洋工程  活动等)的影响 , 在山东沿岸流与黄海暖流

和潮流的作用下 [21], 减少了该区域悬浮颗粒物等细

颗粒的沉降。 

 

图 2  沉积物 TOC(% ), RIS(%)和 C/S 随深度的垂直分布 

Fig. 2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OC (%), RIS (%), and C/S 
with depth 

 

图 3  沉积物的粒径分布 

Fig. 3  Grain size distributions of each depth sediment 
 

2.2  柱状沉积物活性铁的分布特征 

图 4 显示了在柱状沉积物中Fe(Ⅱ), Fe(Ⅲ)和总活性

铁(Fe(T))的垂直分布。总体而言, Fe(Ⅱ)含量介于 9.14~ 

59.95 μmol/g 之间(均值为 41.91μmol/g±15.82 μmol/g), 

Fe(Ⅲ)含量相对较低, 介于 0.43~23.41 μmol/g, 均值

仅为 10.61 μmol/g ± 7.33 μmol/g, Fe(T)为 22.75- 

69.91μmol/g(均值 52.52 μmol/g±12.58 μmol/g)。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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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Ⅱ 和 Fe(T)的纵向分布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 二

者含量均在深度为 0~90 cm 的区间呈下降趋势, 但

在–90~ –160 cm 却迅速上升 , 并最终稳定在 56~ 

58 μmol/g 之间。Fe( )Ⅲ 的含量在 0.44~14.90 μmol/g, 

其随深度的变化趋势正好与 Fe( )Ⅱ 相反, 这也充分

表明, Fe( )Ⅱ 来源于铁氧化物的还原。 

 

图 4  沉积物中 Fe (Ⅱ), Fe (Ⅲ) 和 Fe(T)的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s of reactive Fe (Ⅱ), Fe (Ⅲ), and Fe (T) 

in the sediment profile 

 
通常, 沉积物中 Fe( )Ⅲ 的减少主要通过两个途

径: 一种是被沉积物中的微生物还原(公式 1), 另一

种是被沉积物中的硫化物等化学还原[2](公式 2)。不

论是在海洋沉积体系还是淡水沉积体系, Fe( )Ⅲ 的微

生物还原和化学还原往往同时存在, 其主导地位取

决于所处的环境条件, 如有机质的供应等[22]。在本研

究中,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 1), 沉积物中 TOC 与

Fe(T) (r = 0.675, P < 0.01)和 Fe(Ⅱ)(r = 0.620, P < 0.01)

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明在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越丰

富的地方, 较高的活性铁(Fe(Ⅲ)氧化物)含量会抑制

硫酸盐的还原 , 导致 H2S 生成的减少 [19]。生成 H2S

一部分可以生成不稳定的 AVS, 另一部分转化为

中间态硫化物 , 并参与 AVS 转化为 CRS。Fe( )Ⅲ

的化学还原减弱 , 降低了中间态硫化物的生成量 , 

阻碍了 AVS 转化为 CRS[23], 有利于研究区域的表

层及浅层沉积物 Fe( )Ⅱ 的累积。此外, Fe(Ⅱ)和 Fe( ) Ⅲ

呈显著负相关(r = –0.629, P < 0.01, 表 1), 这是两

种形态的铁所处的氧化还原环境不同所致 , 表层

为氧化环境 , 沉积物深层为还原环境。Fe(Ⅱ)占沉

积物总活性铁的主导地位 (~80%), 表明该区域沉

积物中 Fe( )Ⅲ 被还原为 Fe(Ⅱ)的过程随深度呈增

加而加剧。这可能是因为 , 随着深度增加 , 沉积物

的中有机质逐渐被消耗殆尽 , 同时矿化程度逐渐

加深 , 微生物还原过程被逐步抑制 , Fe(Ⅲ )的还原

主要表现为化学还原。  

CH2O + 4FeOOH + 8H+ = CO2 + 4Fe2+ + 7H2O  (1) 
2FeOOH + 3H2S + 4H+ = 2FeS + S0 + 4H2O    (2) 

 

表 1  沉积物中的 RIS 与活性铁相关性分析 
Tab.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organic sulfur and active iron in sediments  

 Fe2+ Fe3+ AVS CRS ES TOC RIS 

Fe2+ 1       

Fe3+ –0.629** 1      

AVS 0.282** –0.011 1     

CRS 0.626** –0.595** 0.112 1    

ES 0.655** –0.580** 0.076 0.916** 1   

TOC 0.620** –0.181 0.390 0.421* 0.464* 1  

RIS 0.618** –0.584** 0.120 0.928** 0.996** 0.420* 1 

注: *显著性水平为 0.05, **显著性水平为 0.01 

 

2.3  RIS 各形态垂直分布特征 
2.3.1  AVS 纵向分布特征 

沉积物中的 AVS 是表征沉积物中重金属及硫化

物等典型污染物环境毒性的重要指标, AVS 的累积

会直接影响底栖生物的生存环境[2]。在本研究区域, 

AVS 的纵向分布处于 12.14~40.26 μg/g (图 5a), 平均

值为 26.49 μg/g±7.75 μg/g, AVS 含量占 RIS 总量的平

均值为 24%±16%, 其在沉积物浅表层(–2~ –20 cm)

和底部(–310~ –370 cm)的含量相对较高。AVS 的 

形成和积累受有机质含量、活性铁含量以及氧化还

原环境的共同影响[15]。由于上覆水中富含有机质颗

粒物的沉积, 使得浅表层沉积物的有机质含量较高, 

为微生物硫酸盐还原作用提供了充足的碳源, 从而

形成 AVS 的累积(公式 3, 4)。随着沉积物深度增加, 

孔隙水的离子扩散及运移能力也大大地减弱, 有限

有机质被逐步消耗, 硫酸盐还原菌活性被逐步抑制, 

AVS 逐步减少。随着深度的继续增加, 在较深区域

(–250 cm 以下), 沉积物基本处于稳定的厌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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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铁氧化物等 Fe( )Ⅲ 被还原为 Fe( ), Ⅱ 新生成的

Fe( )Ⅱ 会迅速与部分 AVS结合(公式 4), 导致“公式 2”

的平衡向右移动, 从而出现了 AVS 的轻微增加。尽

管累积的 AVS 存在潜在的矿化过程(即硫酸盐还原和

AVS 作用), 但 AVS 向 CRS 的转化是一个较为缓慢的

过程, 使 AVS 的生成速率大于转化速率[23]。因此, 底

部 AVS 的浓度得以积累。 

SO4
2–+2CH2O + 2H+ → H2S+2CO2 +H2O  (3) 

Fe2++H2S →FeS + 2H+              (4) 

 

图 5  RIS 的垂直分布 

Fig. 5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RIS with depth 

 
2.3.2  CRS 纵向分布 

沉积物中 CRS 的主要组成为黄铁矿, 因此其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活性铁氧化物的硫化程度[24-25]。在

本研究中, 沉积物中 RIS 的组成以 CRS 为主(平均占

RIS 总量的 65%±19%), CRS 的含量范围介于 21.27~ 

1155.6 μg/g 之间 (图 5b), 平均值为 305.07 μg/g± 

328.74 μg/g。随着深度的增加 CRS 的含量先减少再

增加最后趋于稳定 , 在深度为–2~ –30 cm 及–160~ 

–360 cm 区间含量较高, 在–100 cm 处出现最小值

(21.27 μg/g), 在–250 cm 出现最大值(1155.6 μg/g)。

CRS/AVS 比值在–2~ –60 cm 的范围为 2.95~11.4, 在

–70~ –120 cm 处的范围为 0.99~2.03, 在–140~ –360 cm

范围为 8.05~60.78(图 5)。通常, CRS 的形成同时受到

受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含量、硫酸盐还原菌丰度、可

溶性硫酸盐的浓度以及活性铁的含量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25], 当 CRS/AVS>3 时[26], AVS 能够有效地转化

为黄铁矿, 该指标可进一步判断沉积物中硫化物的

活性和生物有效性, 比值越低表明硫化物的活性和

对生物有效性越高。在本研究中, 柱状沉积物中上层

的(–2~ –60 cm)AVS 的含量相对较高, 由于表层有机

质促进硫酸盐还原形成大量的 H2S, 与沉积物中活

性 Fe( )Ⅱ 结合形成 CRS(公式 5), 但 AVS 转化为 CRS

过程缓慢, 故表层 CRS 的含量相对较低; 随着深度

增加至中间层(–70~ –120 cm), CRS/AVS 比值降低

(图 6),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有机质含量降低, 硫酸盐

还原产生的 H2S 的生成率低于消耗率, 降低了 AVS

的转化率, CRS 的含量相对较低, 同时也表明该区段

的沉积物硫化物活性和生物可利用性较高; 在该柱

状沉积物底部(–140~360 cm), CRS/AVS 的比值逐渐

升高, 同时 TOC 的含量在该区段内也逐渐增加(图 2), 

这表明在微生物作用下, 硫酸盐还原菌的活动性可

能增强, 其分解产生溶解性 H2S 与 FeS 结合, 有利于

CRS 的生成[27](公式 3, 5); 此外, CRS 还可以通过多

硫化物形式[25]与 AVS反应造成 CRS在柱状沉积物底

部的积累(公式 6), 但是该区段内的硫化物活性和生

物可利用性较低。 

FeS+H2S → FeS2+H2           (5) 
FeS + S2–n → FeS2+S2–

n–1           (6) 

 

图 6  CRS 和 AVS 的比值 

Fig. 6  CRS to AVS ratio with depth 

 
2.3.3  ES 纵向分布 

沉积物中的 ES 在部分盐沼湿地广泛存在, 在海

洋沉积物中也有着广泛分布[24, 28]。在本研究中, ES

含量介于 8.17~87.06 μg/g 之间(图 5c), 平均值为

30.84 μg/g±21.93 μg/g, ES 占 RIS 总量的平均值为

11%±4%。NYS 沉积物中 ES 的含量呈现浅表层(–2 ~ 

–30 cm)和深层(–160~ –360 cm)浓度高(深层含量大

于表层), 中间层(–40~ –140 cm)浓度低的趋势。这是

由于沉积物表层还原性溶解性无机硫离子和部分氧

化性物质的含量较为接近, 有利于 H2S 不完全氧化

产生 ES[29](公式 6, 7)。随着深度的增加, ES 的生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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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 在亚氧和缺氧的环境中 , 硫酸盐还原相对活

跃 , 有机质分解产生大量的溶解性的 H2S(公式 3), 

不断消耗活性 Fe( )Ⅲ 氧化物产生 ES(公式 2)。此外, 

ES 与 HS–等硫化物相互转化(公式 9) 导致 ES 和 AVS

形成产消动态平衡(10), AVS 的含量与 ES 的含量保

持一致[28], 导致了深层的 ES 趋于稳定。 

H2S + O2 → S0、SO4
2–、S2O3

2–、SO3
2–+H2O  (7) 

H2S + MnO2 → S0 + Mn2+         (8) 
HS– +S0 →S2– + H+            (9) 

FeS + S0→FeS2            (10) 
综上诉述, NYS 沉积物中 RIS 的组成以 CRS 为

主(平均为 RIS 总量的 65%±19 %), 其次是 AVS 和

ES(平均分别为 RIS 总量的 24%±16%和 11%±4%)。

表明 RIS 主要以稳定的 CRS 形态(该赋存形态较为稳

定)。浅表层 AVS 和 ES 含量相对较高, CRS 含量相

对较低 , 较高活性的有机质促进硫酸盐还原产生

H2S 结合活性 Fe( )Ⅱ 生成 AVS, 造成表层的 AVS 略

微积累, 存在一定的毒性风险。但 AVS 向 CRS 转化

是一个缓慢过程, 故表层 CRS 含量没有明显升高, 

H2S 与 O2 或 MnO2 不完全氧化生成 ES; 随深度增加

至底层, AVS变化基本均匀, CRS和 ES不断增加至趋

于稳定 , 在微生物作用下 , 硫酸盐还原菌产生溶解

性 H2S与 Fe( )Ⅲ 氧化物反应生成不稳定的 AVS和 ES, 

AVS 和 H2S 进一步反应生成 CRS, 从而造成沉积物

底部 AVS 略微积累, CRS 和 ES 大量积累; 同时 ES

又可以结合 HS-在 Fe( )Ⅱ 作用下转化为 AVS, 形成产

消动态平衡, 最后转化为稳定的 CRS。 

2.4  RIS 与活性铁的耦合关系 

黄铁矿化度(DOP)和硫化度(DOS)是评估沉积物

中硫化物和铁耦合关系的重要依据[30]。DOP 表征沉

积物氧化还原环境(公式 11), 分析黄铁矿形成的限

制因素。DOS 是活性铁转化为硫化物结合态铁的程

度(公式 12), 可以更好的表征铁的硫化程度[31]。 

DOP=
CRS(Fe)

CRS(Fe)+Fe(HCl)
        (11) 

DOS=
AVS(Fe)+CRS(Fe)

CRS(Fe)+Fe(HCl)
        (12) 

式中, CRS(Fe)为黄铁矿铁, Fe(HCl)为总活性铁的含

量, AVS(Fe)是以 FeS 形式存在的硫化物结合态 Fe(Ⅱ)

的含量。如图 7 所示, DOP 和 DOS 呈现相似的变化

趋势, 随着深度增加先减小后增加, 并在–300 cm 以

下趋于稳定。DOP 范围为 0.01~0.24(平均值 0.07± 

0.07), DOS 范围为 0.03~0.25(平均 0.09±0.06)。DOP

和 DOS 在–2~ –100 cm 区间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而在深度–100 cm 以下时, 它们显著增加, 说明 AVS

向 CRS 转化的程度增加。表层的硫酸盐的还原使

AVS 累积, 同时该区段内活性铁含量较高, 从而使

得 DOP 和 DOS 的值较低。较低 DOP 表明 RIS 化物

的黄铁矿化程度较低, 较低的 DOS 表明沉积物中铁

转化为硫化物的程度较低。总体而言, NYS 沉积物中

的 DOP 和 DOS 值远低于墨西哥湾沉积物(DOP 0.56~ 

0.95 和 DOS 0.63~2.66)[32], 但与黄海胶州湾沉积物

(DOP 0.1~0.36 和 DOS 0.2~1.0) [5]相接近, 本研究较

低的 DOP 和 DOS, 或许表明 NYS 中活性铁的含量

不是 CRS 形成的限制因素。 

 

 图 7  沉积物中 DOS 和 DOP 

Fig. 7  Distribution of DOS and DOP in sediments 
 

3  结论 

研究区域沉积物粒径分布以粉砂为主 (约占

73.6%), 该区域沉积物中的 RIS 由 CRS 主导, AVS 含

量随深度变化波动较小, CRS 和 ES 呈表层和底层相

对较高, 中间层相对较低的特点。活性 Fe( )Ⅲ 呈表层

相对较高, 底层相对较低, 随深度降低的特点, Fe( )Ⅱ

反之。表层区, 以有机质作用于硫酸盐还原产生 H2S

分别与 Fe( )Ⅱ 和上覆水中的 O2\MnO2 等氧化性物质

反应生成 AVS 和 ES, AVS 向 CRS 的转化过程较为缓

慢, 使表层 AVS 和 ES 含量相对较高, CRS 含量相对

较低; 深层区, 以硫酸盐还原菌产生的 H2S 将 Fe( )Ⅲ

还原为 Fe( )Ⅱ 并产生 ES, 生成的 Fe( )Ⅱ 和 H2S 反应

生成 AVS, AVS 进一步与 H2S 反应转化为 CRS, 导致

了底部 AVS 略有积累、CRS 和 ES 大量积累; 同时

研究表明, 该区域活性铁不是 CRS形成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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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upling mechanism of reduced inorganic sulfur (RIS) and reactive 

iron in marine core sedi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 quality. In this study, an improved 

cold diffusion method and hydrochloric acid extraction method were applied to the acid-volatile sulfur (AVS), py-

rite sulfur (CRS), elemental sulfur (ES), and reactive iron [Fe ( ) and Fe ( )] analyses. The distribution charaⅡ Ⅲ c-

teristics and coupling mechanism of S and Fe were investigated based on a core sediment 4 meters deep collected in 

the northern sea area of the mouth of Jiahe River, Yanta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IS in sediments was domi-

nated by CRS, followed by AVS and ES. The content of AVS presented a narrow range with depth, whereas the CRS 

and ES were higher at the top and bottom layers than the middle layer; reactive iron was dominated by Fe ( ), Ⅱ

which increased with depth, while Fe ( )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depth. Most of the Fe ( ) was reduced toⅢ Ⅲ  the 

disssolved Fe( ),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the soluble HⅡ 2S of the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to produce CRS and 

ES in the deep layer, resulting in their accumulation at the bottom of core sediment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showed that reactive iron was not a limiting factor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RIS with lower degree of pyritization 

and degree of sulfidity. 
 

                                                                       (本文编辑: 康亦兼) 


